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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实现状及社会工作介入探讨

———以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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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高离婚率伴随而来的是对未成年子女的伤害.因此,«民法典»把“儿童利益最

大化原则”作为法官处理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判决未成年子女抚养权问题

中,仍存在把物质经济条件作为压倒性标准、子女年龄问题“一刀切”、忽视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征求及利益考量这三点

不足.之后,本文就社会工作在面对离婚诉讼家庭时,如何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并探讨了

其在资料收集层面、父母层面和子女层面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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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监护自古以来即为家庭要事。 为切实维护和

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

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

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对此进行了规

制。 如《民法典》第２６条第１款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

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２７条第１款继而规定，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１６条，更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细化了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的上述监护职责，凸显了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第一监护

人的监护地位，以及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首要监护责任。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和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较大变

化，如今已进入第三波离婚潮。 据统计，粗略的离婚率

１９７８年为０．１８％，２０１７年为３．１５％。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

截至２０２０年年底，全国共有４３３．９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

续，其中包括民政部门登记了３７３．６万起离婚，法院裁定并

调解了６０．３万起离婚。 在这些离婚案件中，最重要和敏感

的问题是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相关的。 如有学者统计南

京６家基层人民法院４年来的离婚案件，超过一半的案件涉

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 一方面，长期以来，未成年子女

的抚养权归属被视为离婚后分家析产的一部分，不少法官简

单地以父母的意愿和物质条件决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归

属，在裁判文书中也往往是一笔带过，导致未成年子女利益

被忽略甚至被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关于未成

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判决裁定一经做出，就很难再被改变，

由此引发的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问题不仅对司法秩序构成

巨大冲击，更对各方当事人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

《民法典》第１０８４条第３款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３６条第３款，“根据子女的权

益和双方具体情况判决”为“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

则进行判决”，实际上对处理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

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即以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为

基本原则。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司法实践现状分析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司法实践现状的成效

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这既是国际上立法的发

展趋势，也是我国积极履行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

义务所在。 要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从两个方向

努力，一是彻底转变“父母本位”的理念，摒弃“父母本

位”的相关法律条款。 二是将未成年子女作为独立的个

体，给予法律上的特别保护。 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的４９起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之二十五——杨某某诉汪某

某变更抚养权纠纷案中，明确了子女意愿被列为法官在判断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时所参考的因素。

女孩婷婷出生于２００８年２月，在母亲杨某与父亲汪某

分居后，与父亲汪某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汪某和吴某登

记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 之后，汪某和婷婷的爷爷奶

奶在外工作多年，家里只剩下吴某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的生

活。 因不满汪某对自己和孩子的冷漠，吴某将怒火发泄在

婷婷身上，多次殴打婷婷，直到不久前，婷婷的伤情被老师

发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婷婷的亲生母亲杨某无法忍受

女儿受到伤害，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她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改变监护权。

在法院受理此案后，对双方家庭情况进行了充分调查，

得知原告杨某婚后有两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只有三岁。 目

前，她没有工作，她依靠丈夫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开支。

虽然她坚持要婷婷的监护权，但她无能为力。 被告汪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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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责怪吴某殴打婷婷，另一边也深刻反思了自己在这起事件

中的过错，但希望婷婷仍能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调解过程

中，汪某和吴某共同承诺会好好对待女儿，确保女儿健康成

长。 婷婷自己也愿意和汪某夫妇一起居住。 在综合分析双

方抚养能力和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征求了双方及其亲属的意

见，得到了吴某的真诚悔过和书面承诺，最终确定婷婷父亲

汪某住在一起。

在上述案件中，正是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始

终坚持“子女本位”主义，综合考量关涉未成年子女成长利

益的相关因素，如子女的意愿、年龄阶段的特殊需求及当前

与未来发展所需的条件等，才最终确定了婷婷仍随汪某某

生活。

(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司法实践现状的不足

然而，在我国离婚案件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酌定实

践中，大多数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只考察一到两个因素，

同时考察三个及以上因素的少之又少。 例如，有学者通过

选取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１日期间，J省各基层法院涉及

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１１８３件离婚案件(已排除调解和撤诉

情形)为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法院在确定离婚后未成年子

女的抚养权归属时，主要参考的因素包括父母的抚养能力

(４３．３９％)、未成年子女的年龄(２８．０２％)、父母意愿 (１５．

６０％)、共同生活状况(１２．９８％)和子女意愿(８．３１％)等，其

中父母的抚养能力最受重视，具体包括父母的收入、资产和

负债情况等。

通过观察这位学者分析的数据可以发现，法律和司法解

释占有较多篇幅的父母健康状况(４．２１％)似乎没有被法官给

予较多的关注，这在其他学者的调查研究中亦有所体现。

究其原因，是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健康状况不佳者往往在

物质经济条件上也不占优势，甚至自顾不暇，因而通常会主

动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 实际上，父母双方既然走

到了争夺抚养权这一步，至少在“整体力量”上并不悬殊。

这也反映出，仅孤立地考察单个或几个因素，并不足以判断

抚养案件的整体情况，更何谈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

化”。

综上所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当前的司法实践

中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

第一，把物质经济条件作为压倒性标准。 在大多数案

件中，法官会把未成年子女判给物质经济条件更优的父母一

方抚养，甚至简单地把物质经济条件等同于抚养能力，以资

产的多寡判断抚养能力的高低。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父母

双方往往会极力地向法官展示自己的工资收入、存款、固定

资产等情况，而法官也多把目光集中于这些内容，并将此作

为判决的理由和依据，法官容易忽视根据具体案件做更为细

致和全面的考察。 除此之外，传统文化中父母本位思想的

影响，亦导致不少法官仍然把子女视为父母的附庸，把抚养

权问题视为分家析产的一部分。

第二，在子女年龄问题上“一刀切”。 很多法官在处理

有关案件时，只要子女未满两周岁，就一律判归母亲抚养。

事实上，《民法典》第１０８４条第３款只是一种“原则上”的

处理方法，并非凛然不可动摇。 随着现代社会对“母职”

的重塑和“父职”的回归，把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一律判归母

亲抚养的做法遭受了一些质疑。

第三，调解过程忽视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征求及利益考

量。 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应当遵守“缔约

国应确保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参与相关程序并在涉及自身

利益的事项中发表意见，而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有关机

关应适当看待”的规定。 但是，在审判实践中，未成年子

女参加庭审的比例并不高。 出于案件的实际履行考虑，法

官往往在离婚当事人对子女的抚养权归属、抚养费支付、抚

养费数额等问题没有达成相同意见时，才询问未成年子女的

意见。 如果离婚当事人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上协议同

意，一般都是按照协商的结果执行，即使法官想征求未成年

子女意见，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利益，但出于当事人实际经济

条件和个人未来发展规划考虑，往往会忽略他们的意愿。

二、社会工作介入离婚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的作用

(一)资料收集层面：参与人民法院家事调查工作

当前，社会工作者作为家事调查员，可以在接受法院委

托后介入指定的离婚纠纷案开展家事调查工作。 在这个过

程中，社会工作者在与调查对象的关系建立、资料收集分析

技巧运用、文书撰写、专业伦理遵守等方面，由于事先已经

过相关的专业训练，均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与专业素养。 并

且，除了完成基本的资料收集工作外，社工还可以在访谈过

程中，及时感知关怀调查对象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

现法律的人文关怀性。

此外，社工的调查对象是多样的，例如，社工除了与未

成年人自身交谈了解其真实想法；还可以通过学校层面，与

班主任、任课教师等人交谈加深了解；家庭层面，与未成年

的父母、兄姐，及其他知情的亲属访谈；社区层面，与未成

年所属社区的居委、村委交谈。 总之，社工会通过多种途

径力争更全面、直观的了解未成年人的真实生活、学习情

况，了解双方父母的抚养能力、抚养意愿和抚养条件。 在

完成家事调查的资料收集工作后，社工会通过整理分析访谈

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形成一份相对全面且客观中立的家事

调查报告提交给主审法官，帮助法官全面真实地感受未成年

人的实际生活、学习情况，以便于在判决时能够更好地保护

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

则”。

(二)父母层面：为离婚诉讼中的父母提供相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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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得父母双方明确夫妻离婚对子女产生的多方面影

响，在保障离婚夫妻子女能够在未来如家庭完整的子女般健

康成长的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可以用个案或小组的形式，为

离婚诉讼中的父母提供相关的教育。 首先，社会工作者可

以协助离婚诉讼中的夫妻学习如何制定或规划子女未来抚养

或成长计划，计划具体包含如下事项，如未成年子女如何监

护、未成年子女与父母间的情感交流方式、未成年子女学习

习惯培养等。 其次，让父母学习未成年子女成长不同阶段

的特点、明确夫妻离婚对未成年子女产生的综合性影响、学

习如何与子女沟通以应对未成年子女因父母离婚产生的不同

心理反应。 最后，社会工作者还可为离婚诉讼中的父母普

及与离婚相关的法律知识，如介绍协议离婚程序、说明离婚

合意书等。

(三)子女层面：关注身心健康状况和社会适应问题

未成年子女从原来正常稳定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在

父母离异后成为了单亲家庭子女，父母一方的缺席，容易使

单亲家庭的子女在成长中出现一系列问题。 这时，专业的

社会工作者可以及时介入，运用社会工作三大专业方法(即

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为离异家庭子女提供服务，疏

导他们的负面情绪，为他们提供情绪支持，发掘身边可利用

的资源，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个重要时期。 例如，引导父

母在做出离异决定后跟子女沟通，让子女明白父母离婚不是

因为讨厌子女，他们虽然分开了，但对子女的爱不会改变

等。 面对经历父母离异的子女，耐心的情绪疏导，可以帮

助他们接受家庭结构发生的转变，适应新生活等。

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在各方面都还很不成熟，应当

贯彻落实“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坚持特殊保护、优先

保护、重点保护，将温暖传递给每一位孩子。 因此，在离

婚诉讼中涉及未成年子女相应权益时，也应贯彻“未成年人

最大利益原则”，尽一切努力做到合理、应采取措施，确保

父母离婚时儿童的权益不受损害，然后确保儿童享有生命

权、健康权、受教育权，获得抚养费的权利、姓名权、财产

权、交往权、意见表达权等民事权利。 而社会工作作为一

门专业学科和职业，在面对离婚诉讼的家庭时，有其独特地

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业优

势。 通过多方合作，促进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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